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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官方媒介，系统塑造了兼具乡村少年与革命先驱
特质的少年孙中山形象。该形象通过 “优秀朴素的好少年”“封建糟粕的反抗者”及 “少怀壮志的革命者”三

重叙事，实现了个体成长经历与国家政治话语的有机融合。这一形象塑造不仅依托教科书的符号化书写，更通

过教师用书的阐释与校园仪式的展演，完成认知、情感与行为的多重教育规训。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

既是国民党强化意识形态统合的政治工具，亦是全球民族主义浪潮下政党主导的一次教育实践。该形象揭示了

党化教育中理性启蒙诉求与意识形态灌输实践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映射出现代民族国家面临的政治文

化困境，即如何在历史真实、教育自主与政治建构之间取得平衡。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塑造为剖析意

识形态渗透与权力形塑的隐蔽机制提供了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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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其形象塑造一直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变迁和意识形态建

构紧密相连。关于孙中山形象的研究，已经涉及诸多媒介。有学者以报刊为媒介，考察特定历史时期孙中

山大众媒介形象的建构与流变。① 有学者以广播电视为媒介，剖析孙中山光辉革命者形象的塑造过程。② 有

学者以国葬、谒陵、纪念日等仪式为媒介，探析国民党如何在孙中山逝世后将其塑造为国父或国家英雄的

政治形象。③ 有学者以邮票、中山装、纪念币等纪念商品为媒介，探讨孙中山的符号化形象及其发行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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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意义，即国民党政权维护其统治的权威性和正统性。① 有学者以兰州、南京等城市中用 “中山”命

名的街道、桥梁为媒介，分析城市纪念空间中所包含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认知。② 也有学者以小说为媒介挖

掘孙中山的艺术形象。③

总体而言，既有成果多集中于孙中山的政治活动及其逝世后的符号化建构，对其少年形象则普遍忽

略。现有研究虽已涵盖多种媒介，实现了从传统大众媒介到日常生活载体的拓展，但对教科书这一具有系

统性、强制性与广泛覆盖面，具有强大教育规训与政治建构功能的官方媒介，尚未予以充分重视。民国时

期的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载体，不仅仅传播知识，更通过系统化与仪式化的教育实践，

塑造国民价值观念，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值孙中山诞辰 １６０周年之际，本文聚焦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
形象，探讨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多重规训机制及其内在矛盾，透视现代民族国家在教育场域中面临的政治

文化困境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后果。

一、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呈现

孙中山首次进入教科书是以 “孙文”的名字出现在 １９１２ 年校订的 《新体中国历史》④，但其内容分

散，不集中。直至 １９２５年孙中山逝世后，从小学到大学，从党义到国语、历史、音乐、常识、英语、地
理等教科书，均把孙中山的形象塑造作为重要内容。１９２８ 年，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形象首次出现在 《新

时代三民主义教科书》⑤ 中。此后，少年孙中山的故事成为各版教科书的经典素材，并通过小学教科书这

一主要渠道，被系统塑造为一位从小萌生革命意识的少年英雄。

（一）优秀朴素的好少年

《国语读本》用儿歌与图画结合的形式，将少年孙中山描绘为吃苦耐劳、生活朴素的好少年：“孙中

山，孩子时候真正好。不吃鱼和肉，蔬菜豆腐吃一饱。不穿绸和缎，黑布鞋子青布袍。不住大厅堂，三间

田舍空气好”⑥。孙中山喜欢读书、劳作、游戏，他在学墅勤学苦读，在田间帮助父亲耕作，在草地放风

筝、踢毽子，身手灵活又充满力气，是一个模范少年。⑦ 孙中山之所以能够有艰苦单纯、冒险奋斗的精神

和体力与他少年时代的农村生活紧密相连，正是 “小时候强健体魄的生活和愉悦身心的家庭环境得以让孙

中山有之后的丰功伟绩”⑧。教科书通过突出少年孙中山 “孝顺”“勤俭”“体恤家人”等品德，将其塑造

为符合传统道德理想的少年榜样。这些朴素品质易唤起学生的情感认同，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政治教化的

目的。

孙中山同时具备超凡的天赋和素质，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优秀少年。《国语新读本》第 ２ 册中
有两则故事，一则是少年孙中山和朋友一起放纸鹞，另一则是少年孙中山和朋友分蛋糕。⑨ 两则故事将少

年孙中山塑造成一位公平正义的好少年。该书第 ３ 册讲述少年孙中山于海外求学时反对恃强凌弱的故事。
面对身体强壮的大孩子欺辱，孙中山毫不退缩，奋勇将其赶走，使其不敢再来侵犯；而当身体弱小的小孩

子前来冒犯时，他则认为对方年纪尚幼、体弱力小，并未加以反击，这些孩子也因此不再前来打扰。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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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始终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处理与外国同学之间的关系。① 《高小国语读本》讲述少年孙中山质疑旧式学墅

教学方式的故事。当时的学墅里，学生读书好像唱歌一样，但不讲其中的意义。少年孙中山觉得这样读书

很不合理，提出抗议：“我一点不懂！老师这样唱，有什么意思呢？”教师诧异，拿出戒尺问：“你反对经

书吗？”孙中山回答：“不是！我并不反对经书，我要明白为什么天天要这样念，书中的意义，我实在不明

白可否请先生教我？凡事凡物都要问出一个意义来，这书中到底有些什么意义呢？”② 教师无言回答。课文

总结道：“这种求学方法，造成中山先生一生博学的基础。要不是事事追求意义，后来怎么能够做我们中

国人的导师？”③ 教科书充分展现了孙中山酷爱读书、必求其故的优秀品质，称 “学墅问学”为未来革命

领袖的 “革命先声”。④ 类似的历史故事频繁出现在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中，形成少年孙中山形象的基本底

色———优秀且朴素。

教科书在塑造少年孙中山形象时，强调其兼具 “平凡”与 “超凡”双重特质。一方面，通过描写他

帮忙家务、生活俭朴等细节，使其形象贴近学生日常生活，提供可模仿的行为模板。另一方面，又借他早

年求学的言行赋予其理想化色彩，构建超越普通学生的崇高品格。这既使孙中山成为学生道德实践的榜

样，又维持其作为政治符号的高尚性，从而在党化教育中巩固其权威地位。

（二）封建糟粕的反抗者

教科书充分展现了少年孙中山作为封建糟粕反抗者与批判者的形象，这一形象适应当时南京国民政府

推行的 “新国民”教育理念，也契合孙中山对中国 “固有传统道德”现代化改造的思想。孙中山作为先

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主张辩证看待旧道德，摒弃糟粕，保存精华。这种道德观成为教科书塑造少年孙中

山反抗者形象的思想基础。《新中华国语读本》收录少年孙中山反对缠足、反对蓄奴两则故事。孙中山不

忍看家中姐妹饱受缠足恶俗的摧残，向母亲提出抗议。翠亨村中有蓄奴的人家，奴隶从小被父母卖到主人

家做苦工。这种风俗非常盛行，做奴隶的女孩要到嫁人之后才得自由。若是犯错，主人可随意鞭打他们。

少年孙中山非常诧异这个风俗。他思索：“人凭着什么道理，可以用别人做奴隶呢？父母有什么权利，可

以出卖他们的子女呢？”⑤ 他在村中大胆宣传，指出这种压迫人的风俗习惯不应该继续存在，应当彻底

剔除。

《国语新读本》第 ５册讲述了孙中山毁坏北帝像的故事。村庄里有一个白脸长须、龙袍珠冕似古时皇
帝的神像，人们都将它当作神仙来烧香礼拜。少年孙中山玩耍时听同伴讲起这个 “神仙”，不信此说，将

神像的木手掰了下来，同伴纷纷吓得逃走。村里的人听到孙中山毁坏神像的消息，指责其行为并且向 “神

明”告罪，孙中山却认为这迷信的传统应该革除。⑥

教科书将少年孙中山的反抗行为与 “科学”“解放”等进步思想相关联，既赋予其行为以反封建的政

治正当性，又将学生的批判意识限定于对旧传统的否定，从而在进行进步叙事的同时，规避对现实政治体

制的反思，间接强化对国民党政治权威的服从。

（三）少怀壮志的革命者

教科书中的少年孙中山，展现出对社会制度和法律问题的思考。《复兴教科书》第二册讲述孙中山小

时候住在海边村庄，海盗猖獗。有一天海盗来村中攻击一个侨商的住宅，在旁学墅的师生惊慌逃散寻找避

身之所，唯独孙中山勇敢地来到海盗抢劫的地方。海盗呼啸而逸后，只能听见失主哭诉他多年在外赚得的

血汗钱都被洗劫空了，倘若是在外国，有法律的保护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少年孙中山在旁思考：“为

什么这位侨商冒了生命的危险用诚实赚来的金钱，外国允许他带回来的，在中国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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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目击侨商遭海盗劫掠后，更坚定了出国学习外国法律的决心。同样的故事在 《新时代国语教科

书》中，用来反映少年孙中山对社会制度的思考。孙中山看到海盗劫掠村庄，心想：“清政府养了兵，是

应该保护人民的。如今海盗来攻劫村庄。政府不但不来保护，并且一些也不知道。这可见满清政府是没用

了。这样的政府，非推翻不可。”① 自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就深深埋下火种，并在日后不断发展，终于做成

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

教科书中的少年孙中山，具有反抗清政府残暴统治的革命精神。《蒋氏初中新国文》记叙了花园三兄

弟的故事。翠亨村有一家三兄弟和孙家关系很好，孙中山常常到三兄弟的花园中玩。有一天，十几个凶狠

的官兵和衙役带着枪刀，拥护一个海盗似的官吏闯进花园，不问情由抓走三兄弟，占据了花园。村里人知

道这些贪官污吏强加给三兄弟莫须有的罪名，目的在于掠夺财产，都非常愤恨，但不敢公然抱不平。在这

“公道不彰”“暗无天日”的时候，孙中山奋然起来 “仗义执言”，“声色俱厉”地向官兵抗议：“全村的

人都说我们的朋友没有犯罪，你们为什么把他们上镣加铐？为什么把他们捉去？为什么把他们杀的杀，监

禁的监禁，为什么占据他们的房屋花园？”课文结尾道：“后来中山先生不忍中国之受人侵掠，毅然起来努

力革命，就是幼时不畏强御主张公道的精神扩充出来的。”② 教科书将故事升华，勇敢的少年与受人推崇的

革命导师两者之间有了联系。《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北部国语》讲述少年孙中山坐轮船过税关时，被

接踵而来的清政府检察员反复检查行李中有无夹杂军器、货物、鸦片、煤油。孙中山提出抗议，检察员举

枪威吓，他据理力争，其他乘客怕生事端，劝孙中山接受检查。孙中山思考：“满清的官吏，真是腐败极

了。”③ 他一路上都在对乘客宣传革命。《国语读本》中 “少年乘客”孙中山的故事，其课后 “思考”环节

通过一连串递进式提问：“乘客们的物件，为什么屡次要给人检查？检查的人为什么都很凶狠？乘客们为

什么都不敢反抗？孙中山先生为什么独敢反抗？”④ 引导学生深入思索权力压迫与反抗觉醒的关系问题。教

科书将少年孙中山质疑权威的行为阐释为对封建制度的深刻反思，升华为对现代国家理想的追求，对民权

意识的政治觉醒，以此暗示其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少年孙中山还展现出对民生的深切关怀。《大众教科书国语》将孙中山小时候的农村生活同他日后提

出的民生主义联系起来。孙中山生在农家，少年时的生活和普通农家孩子一样，食、衣、住都很不好，吃

的是玉米、芋头，穿的是破衣裳，住的房子是稻草盖的。在这样的生活中，孙中山尝到中国农民所受的苦

痛，虽然后来不再过农民生活，可始终对农民抱有很大的同情。他认为只有改革才能把农民从困苦中解放

出来，使他们的孩子有很好的衣食住，并且还要有书读。解放农民的主张在孙中山革命的四十年中一直在

努力实行着。⑤ 教科书刻意强调孙中山少年时期对民间疾苦的体察，与其日后 “无私产”“为众生谋幸福”

的革命者形象形成逻辑闭环。

教科书不仅呈现了少年孙中山的生活经历，更着重刻画了其革命思想的萌芽过程，通过日常生活的细

节描写，展现了从乡村少年到革命先驱的成长轨迹，从而成为孙中山完整人物形象轮廓中的重要一环。生

活朴素、天资聪颖、自幼不凡、勇于革新、少负宏愿等品格与禀赋，构成少年孙中山教科书媒介形象的精

神特质。这一形象实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教育文本，隐匿了政治教化的直接性，诉诸道德情感、理性求

知，完成对学生的政治引导与规训，高效服务于党化教育。

二、少年孙中山教科书媒介形象的教育实践

国民党通过教科书塑造少年孙中山形象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套精密的教育规训实践，其目的在于培养

忠于党国的合格公民。这一实践通过教师用书编撰与使用、教育仪式举办等活动展开，将少年孙中山形象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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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贞惠：《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第 ６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３年，第 １２页。
蒋伯潜：《蒋氏初中新国文》第 １册，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３８年，第 ４１ ４３页。
陈鹤琴、陈剑恒：《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北部国语》第 ６册，上海：儿童书局，１９３４年，第 ２７ ３１页。
朱翊新：《国语读本》第 １册，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３３年，第 ４７ ４９页。
中国教科书研究会编：《大众教科书国语》第 ６册，上海：大众书局，１９３５年，第 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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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同时，国民党对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深度介入，招致了教育界知识分子的

异议。

（一）教师用书的编撰与使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图书审查机关历经教育行政委员会 （１９２７年）、大学院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和
教育部 （１９２８年以后）的变化。这三个机关颁布的审查条例，均明确将教科书区分为教师用书和学生用
书两种类型，体现出对不同使用者和教学需求的制度性区分。这种分类体系不仅体现在审查环节，还延伸

至出版发行阶段。出版机构在送审教科书时，需要主动就图书类型作出区分和说明，明确标注 “教师用

书”或是 “学生用书”；必须对两类图书的功能定位做出详细阐述，学生用书注重基础性和可读性，教师

用书侧重教学指导、参考资料和历史背景的补充。这一做法固化并强化 “教”与 “学”的两分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为确保教育符合 “党化教育”以及 “三民主义”宗旨，对教师实施严格的资格审查。

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 《大学教员资格条例》（１９２７ 年）、《小学教员检定暂行规程》（１９３４ 年）、《中学规
程》（１９３５年）、《小学教员检定规程》（１９３６年）等审查条例。检定标准包括党义认同、学历背景、教学
能力等。① 检定时间在相关条例中也作了规定：“检定合格给予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二年，逾期后须重行检

定。”② 中央训练部通过的 《各级学校聘用党义教师训育主任规则》明确聘用教师及训育主任要以 “检定

党义教师委员会检定合格者为限”，聘用期限 “不得超过各该教师等之检定有效期间”③。教师审查制度是

国民政府教育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确保三民主义思想在教师层面的认同与统一。

国民党通过对教师用书内容的严格把控、思想渗透以确保其符合国家教育政策，并服务于教育实践。

教师用书编写强调标准化、实用性和政治导向，须以 “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内容符合教育宗旨。须经

过初审、复审、终审三个阶段后由教育部最终核定，审查内容包括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学科准确性等多

个方面。“教授方法之优劣，影响于儿童学习心理者甚大，自应一律加以审查，以期妥善。”④

教师用书所呈现的高度规范化编撰体例，本质上是权力知识在微观教育场域中得以系统化运作的技术

性体现，其通过分类技术、时间规划、目标分化与评估机制，将教科书从知识载体转化为规训工具。教科

书设计 “教学总纲”“教学目的”等模块，对知识进行政治与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分类，将少年孙中山形象

一一拆解，使原本复杂的叙事被简化为符合意识形态需求的模板化知识单元。这种分类隐含着何为重要知

识、何为正确解释的价值预设。“教学时间”“活动时间”的精准设置，是将教学进程纳入可调控的时间

管理框架，通过对教学环节的把控与分配，使师生的课堂行为遵循预设的时间节奏，将抽象的政治教化转

为具体可控的身体实践。“教学目的”与 “儿童目的”的区分，标志着规训技术从单向灌输向双向调控演

进。前者明确教师传递既定意识形态的任务，后者则试图将政治目标转化为学生应该达到的认知与行为结

果。这一划分将学生的学习期望收编进国家教育目标，使其在成长过程中无意识地内化政党价值观。书末

附带的测验材料，是权力—知识机制完成闭环的关键环节。测验内容必须与教科书中的分类化知识、目标

化叙事高度一致，从而将意识形态考核伪装为学习能力评估。这种测评不仅检验了教学效果，更强化了教

育规训成果。

教师用书的规范化体例，堪称 “微观权力系统”⑤ 在教育领域的典型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少年孙中

山形象被转化为一套可分解、可教授、可考核的政治符号系统。南京国民政府对教师用书编撰的统一要

求，正是为了确保这套微观权力系统能够在学校课堂中稳定、高效地运行，从而使党化教育的目标通过日

常化的教学流程，渗透至每个学生的认知与行为中。这表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往往依托于对教学过程

中具体环节乃至时间分配的精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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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 １辑，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 ２６８ ２７０页。
王炳照、李国钧：《中国教育通史》（１３）中华民国卷 （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４页。
《奉部令发各级学校聘用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规则等令仰遵照》，《上海教育》（上海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第 １０期。
《教育部有关编审中小学教科书的章则规程及有关文书》，１９３１年 １月，南京国民政府档案五１２０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第 ２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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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仪式的强化

国民党通过教育仪式的系统化运作，进一步强化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在

日常课堂教学中，更通过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和缜密设计的纪念仪式，将少年孙中山形象转化为弥漫校园

的政治符号。国民党通过课堂中配套的教学仪式、学校举办的纪念仪式来进行重复性的身体操演，将教科

书知识转化为具身实践。这种 “身体编排”使师生的身体不再是单一媒介，而是成为权力渗透的场所，教

师通过身体示范成为规训的执行者，学生则通过服从规范将其内化为一种身体的记忆与本能。教学仪式通

过空间安排、动作规范和时间管控，将孙中山教科书形象深深烙印在日常学习和行为中，从而完成个体身

体到集体政治身体的塑造。正如福柯指出，集体训练、学校时间表等全面而又具体的方法，均是通过管理

身体的姿态、节奏、活动来驯服有用的个体，获取最大限度的时间和力量。①

各学校须按时举行总理纪念周。每周一上午九点，全校师生齐聚于礼堂，举行纪念仪式：全体肃立，

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中学以上宣读总理遗著、三民主义、

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约二十分钟，小学校宣讲总理遗训约十分钟。总理纪念周每次以一小时为限。② 各学

校举行总理纪念周时，须先唱党歌，整饬精神。唱党歌是纪念周新增环节，因为党歌为国民党 “精神之所

寄，以党治国，当使人民聆解党的精神”③。各学校务须依照规定，于礼堂或集会场所正中于国旗交叉下永

远悬挂中华民国国父遗像，并附挂国父遗嘱，以昭崇敬。④ 各级学校的党义、国文及社会科学等教科书，

一律须将总理格言，注意有选择地编入。

训话是一项融于师生日常生活的仪式。小学校中的训话大多采用定时训话，分为全体训话和各级训话

两种。全体训话是指集合全校师生于一处施行训话，大约每周举行一次，比如每周一举行的总理纪念周训

话。各级训话指教师在本班级训话，大约每周两次，多至四次，或每日一次，在各级教室中举行。

党义社会教学讨论会同样具有明显的仪式化特征。讨论会在每学期初、末各举行一次。学期初讨论各

科方案及教学相关事宜，各学校按照指示安排校内各科教学。学期末则在会中设法解决平时感觉困难和疑

问的地方。讨论会在一次议案中提到：“党义方面，各校的实施三民主义教育，好像不过因为法令如此，

对于如何显出三民主义的效果，这一层每易忽略。在无可奈何中，拿教本来聊尽人事。实则要拿很深的三

民主义骤然的灌输到儿童的脑力里去，当然不容易，也是不相宜的；低年级只须把各种浅近的动作以及各

种事物，逐渐暗示，引起他们研究的需要：例如学校附近的庙宇古迹等，都可以利用。三民主义应在行为

上精神上加以注意，灌输儿童以适当之知识。此层恐各校尚未做到这地步。所以希望各校教员以及局内诸

同事都注意到这点；倘全以书本来教授，那一定不能收实效的。”⑤ 议案提出用行为渗透和生活化教学来纠

正弥补三民主义教育的教条化，但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将庙宇古迹等文化资源工具化为三民主义教育的载

体，本质上仍是另一种教条式的意识形态规训。

教育部门通过精细化的仪式设计，将少年孙中山形象逐步渗透至学校教育场所中，也深度嵌入日常教

学实践当中。这一仪式化下沉的过程使得少年孙中山形象不仅成为教科书中的基本知识，更演变为一种具

有强烈仪式色彩的教育实践。在校园空间中，孙中山画像、雕像和语录的广泛布置，使其形象从教科书延

伸到物理环境。这种教育仪式化实践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成为一种政治社会化手段。国民党将国家意

识形态融入日常教育仪式，使其成为校园生活中的关键载体，从而达到潜移默化育人的长效作用。

（三）政治干预下知识分子的异议

教科书并非中立的知识载体，而是权力交锋与意识形态角逐的关键场域。权力制造知识，“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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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第 ２４６页。
《训令市立各学校举行总理纪念周》，《上海教育》（上海 １９２８）１９２８年第 ２期。
《总理纪念周应唱党歌》，Ｑ１７６－５－４７，上海市档案馆藏。
《上海特别市教育局转发教育部关于各机关团体学校应依照规定悬挂国父遗像令》，１９４２年 ８月 ２０ 日，Ｒ４８－１－１６－２５，上海市档
案馆藏。

《党义社会教学讨论会议案》，《上海教育》（上海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第 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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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

接相互连带的，认识主体的活动可能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① 面对国民党政权将教

科书塑造为教育规训强力工具的情况，教育界知识分子并未失语。他们就教科书编撰的制度性垄断与内容

的历史真实性等问题发出异议，政治权力与专业自主之间产生了摩擦。

胡适针对党化教育侵蚀学术自由的情况提出尖锐批评：“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一个

学者编了一部历史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

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科书，曹锟吴佩

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② 近代教育家任鸿隽 （字叔永）认为党化教育就是 “把党的主义或

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它渐渐的浸灌到学生的脑经里去”③。他指出，年龄小的学生不但不能理解党义

教科书的内容，甚至心灵的发展都会受到重大妨害。二人的批判直指将历史政治化的学术伦理失范行为。

国定本教科书的推行与应用愈演愈烈，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历史学家邓广铭 （字恭三）指出，当时

各地的报纸杂志都曾收到很多批评国定本的文字，但均因未通过机关检查无法刊布。教育部将负责印行国

定本的书局由七家改为十一家。教育界的专家们失去编印课本的自由，教师和学生也失去了选择课本的自

由。教育当局甚至 “特别设置了机构，聘请了专任人员，来从事于这套国定本教科书的编制，其用意所

在，不必讳言，是认为前此各书店中所编印的课本，虽都经过教育部的审定，其党化的程度却终嫌不够充

分，因而特地编定这一套，加强其党的色调，使全国的中小学生头脑，普遍地受一番国民党的理论的洗

礼，庶可收取万姓万民一心一德的良好后果。”④ 邓广铭呼吁废除国定本教科书，让各书局有编印课本的

自由。

亦有小学教师表达对训话制度的不满：“全体的训话，大多数在集会的时候举行的。到了那个时候，

做先生的将平日儿童所发现的大体的缺点，对儿童训话……你很吃力的讲了一大篇的闷话，在他们只当耳

边风，训与不训相等。你想这样的训话，还能收什么效果呢！各级的训话……时间一到，依照惯例，摇铃

排队，鞠躬，训话。这一次如此，下一次也是如此。实在说一句，和平时上课没有两样。”⑤ 也有作者表达

对繁琐仪式的反感：“仪式上竭力模仿党的形式，纪念周不消说，就是寻常集会，也一定瞻谒总理遗像，

恭读总理遗嘱。总理的遗嘱，差不多和清朝八股时代童生们临考时恭默的 ‘圣谕广训’一般。”⑥ 他还对

教科书的仪式内容提出质疑：“音乐必唱 ‘革命之歌’，形艺也学 ‘革命画报’，真把党的一切，当作日常

功课了。”⑦

知识分子的异议，实质上是对教育场域自主性丧失的警惕。党化教育试图将一切知识纳入党国教育的

单一框架中，这必然与学术研究所需的批判性、开放性产生冲突。当教科书编撰与教学实践皆以意识形态

正确性为首要考量时，知识便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国民党试图通过重复的仪式，“将特定意识形态自然

化并植入客体内心”⑧。然而，当仪式变得过于频繁和形式化时，便会引发仪式疲劳。参与其中的师生从

最初的敬畏转变为例行公事甚至反感，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越来越难被感知。这种过度参与模式不仅使规

训企图悬浮在表面服从之下，甚至会引起规训体系内部的反抗。当规训实践变得教条、僵化，其内部便会

生产出它的挑战者。知识分子揭露仪式弊端，批判教科书失实的行为是一种来自规训体系内部的客体反

抗，以知识权威对抗政治权威。这表明，即便在高度制度化的党化教育体系中，规训对象也未完全沦为被

动接受的客体。他们能够运用理性判断、专业伦理乃至日常经验，挑战过度僵化的规训实践。这种抵抗的

产生，往往源于过度规训对知识自主性的压抑。权力在试图消弭异议的过程中，往往催生出新的异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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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永：《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独立评论》１９３２年第 ３期。
邓恭三：《我对于国定本教科书的控诉》，《大公报》（上海版）１９４７年 １月 ２６日，第 ２版。
侯选青：《训话杂感》，《上海教育》（上海 １９２８）１９２８年第 ２期。

⑦　 研：《党教育》，《上海教育》（上海 １９２８）１９２８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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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怀抱教育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身处国家权力的严密规训之下，其发出的异议与不满，不仅记录了当时

自上而下、无所不在的权力管控，也彰显了知识自主性顽强存续的轨迹，体现了规训与反规训的角力。

三、少年孙中山教科书媒介形象塑造的深层逻辑

近代中国政治权力的更迭与意识形态的重构，共同催生了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南京国民政

府系统性地塑造这一 “少年英雄”特定形象，服务其国家政治建构的根本目标。该形象的塑造是全球民族

主义浪潮下的一次高度自觉的政党政治实践。

（一）权力的教育：党化教育建构政治

教育是直接受政治支配的。① １９２５年之前未改组的国民党尚处于松散状态，其政治影响力局限于广东
等局部地区，组织力量薄弱。直至 １９２７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通过实施一系列教育手段，才逐步实现
对教育的掌控。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后，整合国家与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对教育的管制日趋严格，
学校成为灌输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精神领袖和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其形象塑造自然

成为教科书的重要内容。塑造孙中山完整的个人形象，其少年形象自然必不可少。

相关教育法规、法令的颁布是国民党塑造少年孙中山形象的前提条件。１９２８年 ２月大学院颁布 《小学

暂行条例》，在公民科之外增设三民主义科。② 同年 ７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专门条例增加了党义课程，规
定小学校须教授民权初步、孙文学说浅释和三民主义浅说。③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国民党三大通过 《确定教育宗

旨及其实施方针案》，称：“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之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通……务使智识道

德，融会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须根据总理遗教，以陶融儿童及青年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

民道德。”④ １９２９年 ４月，教育部公布的 《教育方针及其实施原则案》强调：“本党今后必须确定整个教育

方针与政策，其根本原则必须以造成三民主义的文化为中心。”⑤ 同年 １０ 月，教育部颁布 《中小学暂行课

程标准》，取消 “公民”科而以 “党义”科代之。⑥ 自此，三民主义教育不再仅仅是停留在思想层面上的

论题，而是与国民政府统治思想统一，实现政治与教育的合体。１９３１年 ９月颁行的 《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

则》明确规定，幼儿园、小学课程目标为：“一、使儿童整个的身心融育于三民主义教育中。二、使儿童

个性、群性在三民主义教育指导下，平均发展。三、使儿童于三民主义教导下，具有适合于地方生活之初

步的知能。”⑦ 国民党通过制定 “三民主义教育”政策，将孙中山少年故事的教学纳入标准化流程。在三

民主义教育宗旨主导下，孙中山形象充斥于学校空间。教科书则成为传达政策的重要媒介。

教科书国家化是国民政府实施党化教育的关键环节。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加强对教科书编写的控制。

１９３２年 ６月国立编译馆成立后，更系统地推进教科书国家化进程。国立编译馆统一编写的教科书将孙中山
少年经历与三民主义理论相衔接，建立系统的意识形态灌输机制。１９４３ 年正式推出全套 “国定本”教科

书。国民党全面参与到教科书编撰印发各个环节，比商业机构编印的教科书更能体现出明显的国家权力意

志，国家权力深度介入知识生产过程。教育部训令：“查教科书为教学工具，关系至为重大，本部为谋定

实现全国中小学采用统一教材，并谋印刷便利、供应普遍起见，业经根据新颁课程标准分别编选中小学各

科教科书国定本陆续发交正中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文通等七大书局联合组织之国定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

应处订立合约统筹印销。”⑧ 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孙中山少年故事的选编与诠释完全由国民政府官方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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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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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意识形态的纯正性。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各级学校所用的教科书未经大学院或本部审查以前不可以呈

请注册，各书坊应将各级学校所用教科书依法送审，不可规避审查手续。① 官方教科书对少年孙中山形象

的塑造高度一致，形成了标准化叙事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地方和私人书坊的诠释空间。通过控制教科书的

生产与流通，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孙中山形象诠释权的垄断，为意识形态灌输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民主义

教育成为这一时期的教科书编审方针。

三民主义教育的实质是筑牢党化内核。国民党所秉持的 “以党治国”理念和 “训政”理论，使其政

权建构过程呈现出独特的党国体制特征。这一特征将教科书审查从一般的意识形态控制提升为一种以党化

教育替代公民教育的高度系统化且渗入各学科的规训体系。孙中山的 “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

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实行一党专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框架下，人民是需要国民党来训导的。这就使教科

书不再是平等传递知识的载体，而是训导人民的党义课本。规训是系统化的，覆盖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

育体系。规训的执行需要组织保障。教育部长及各级教育主管往往由国民党中央委员或资深党员担任，国

民党宣传部、组织部深度介入教科书编审当中，学校也设立有党部，来监督师生思想和教学内容。这种组

织安排可以确保教科书编撰指令直接来源于党的意识形态核心。在党化教育的体系下，教科书编撰是高度

政治化的国家行为，编撰者无权对孙中山叙事进行自由发挥。一个新生政权急需为其统治奠基一个不容置

疑的革命 “神话”，而少年孙中山，恰好可以作为这个神话的起点。

国民党教科书将少年孙中山塑造为传统美德与政治觉悟并存的理想人物，实际上将公民身份的内涵与

政党政治事业紧密绑定，在教育层面为 “训政”体制下 “以党治国”的政治逻辑提供人格范本。三民主

义思想渗透到各个学科，少年孙中山成为历史、国语、音乐、公民等多门学科的共同符号象征。在历史与

国语教科书中，他是革命叙事的起点，代表国民党革命的正统性。在音乐教科书中，与之相关的歌曲被用

于情感动员。在公民教科书中，其精神被阐释为现代公民必备的品质。这种跨学科的符号渗透，使政党意

识形态能够以整体性的方式植入课堂，从而构建起以孙中山为精神枢纽的泛化政治意识形态。

国民党对少年孙中山形象的精心塑造，是国家建构工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政治建构的核心在于确立

一套为社会成员广泛认可并接受的价值共识与秩序体系，从而巩固统治基础。国民党在 “清党”后面临革

命道统断裂，加之地方军阀势力持续挑战中央权威，其政治整合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在此背景下，少年

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建构，不仅是国民党应对政权危机的重要举措，更是主动构建国家政治符号的核

心实践。

（二）“少年孙中山”：一次全球民族主义的政党实践

国民党塑造的少年孙中山教科书媒介形象，是 ２０ 世纪全球民族主义浪潮中 “民族英雄童年叙事”的

一次高度政党化实践。这一形象是全球模板与中国传统少年英雄故事及国民党政治建构需求三者结合的

产物。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可以想象为一个共同体，是一种 “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②。无论

是新生的共和国，还是寻求统一的民族，都迫切需要凝聚国族认同，为 “想象的共同体”塑造一个具象化

的象征符号。伴随民族国家建构浪潮的兴起，各国普遍通过英雄故事的标准化、道德化叙事，将其加工为

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象征与国族认同的情感基石。在此全球语境下，少年孙中山形象既吸纳了全球性 “民族

英雄童年叙事”模板中反抗权威、家国情怀等通用情节，又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叙事。更关键的是，国民

党通过注入 “革命启蒙”“先知先觉”等元素，使其明确服务于政党意识形态的灌输与政党政治建构。

英雄叙事因其质朴的情感共鸣与深刻的启蒙性，成为铸造集体认同的理想载体。这些叙事无论其主人

公处于何种人生阶段，一经进入教育领域，便承担起面向学生及大众的教化使命。少年孙中山的形象塑造

与瑞士国父威廉·退尔的形象塑造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对位关系。威廉·退尔的故事是瑞士民间传说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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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暴政、追求自由的经典象征。其核心情节是 “箭射苹果”，即他在被迫用箭射击儿子头顶苹果的极端情

形下，保持沉着与冷静，并在事后射杀暴虐总督。席勒的戏剧 《威廉·退尔》将这一传说符号化，使其升

华为反抗压迫、争取独立的精神象征。与之相比，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塑造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人物故事都被精心选编和解读，为大众提供想象空间。这种想象与一种 “同质的、空洞的时间”① 概念紧

密相连。无论处于何地域、何阶层的人们都在学习同一模板的故事。这种集体阅读与记忆的过程，创造了

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服务于明确的政治教化目的。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塑造又有所不同。

相较于威廉·退尔的成年英雄形象，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形象呈现出显著的历史叙事特征。威廉·退尔的

形象脱胎于高度象征化的文学故事，而孙中山的少年叙事则建立在相对可靠的历史细节之上。威廉·退尔

是从传说中直接走向象征的 “完型英雄”，其魅力来自叙事的史诗性与情感的冲击力，少年孙中山则是从

历史真实走向象征的 “生成式典范”，其力量来自真实经历与政治建构需求的反复对话。这使得后者在教

科书中更加适应意识形态阐释的需要，形成一种更具弹性的教育叙事资源。

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塑造，体现了国民党对 ２０ 世纪全球民族主义宣传模式的移植与调适。
这一实践既适应了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塑造民族英雄形象的普遍趋势，又深度融合了国民党意识形态需

求，从而形成一次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教育宣传实践。

结语

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之一，其形象塑造始终是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重要场

域。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与政党政治实践的产物。这一形象塑

造深植于双重脉络之中。在教育实践层面，它通过教学环节的设置、教师用书的阐释以及仪式化的校园活

动等实现日常化的规训。在政治建构层面，它既服务于党化教育的政党实践，又呼应全球民族主义浪潮下

塑造民族英雄的普遍需求。国民党旨在通过典范叙事灌输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政党意志，实现人物叙述、教

育规训与政治建构的三者统一。

少年孙中山教科书媒介形象的塑造，存在简单化的问题。教科书对孙中山少年故事的叙述呈现出显著

的筛选性与压缩性。相比 《孙逸仙传记》《孙中山自述》② 等文献，教科书将孙中山的成长经历、社会关

系与思想演进，抽取并简化为若干孤立事件。这些事件往往脱离具体历史语境与现实逻辑，忽略其成长过

程中存在的徘徊、困惑甚至挫败。这种简化使其形象成为一个完美的意识形态符号载体。在这种逻辑推演

下，教科书将少年孙中山凝固为道德标签的集合体。孙中山榜样形象的背后，是国民党关于何为合格国民

的教育规训，即将人物抽象为可供模仿的范本，通过重复性的符号灌输，完成对学生的价值与行为引导。

在这一过程中，孙中山作为 “人”的主体性与多面性被抽空，成为承载政治符号的空洞外壳。

少年孙中山教科书媒介形象的塑造，存在神化的问题。教科书通过神化叙事将少年孙中山塑造为具有

天命色彩的民族英雄，本质上是为国民党政权的正当统治提供符号支撑。国民党政权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教

化与动员民众的 “圣人”，而非一个真实、复杂、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这种政治逻辑将少年孙中山打造

为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

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也衍生出深重的历史后果与政治文化困境。当政治建构过度依赖于规训

体系所铸就的完美形象，而不是建立在制度绩效与人民认同基础上时，便会导致政治话语与历史真实之间

产生割裂。在国民党 “党国一体”的教育体制下，教科书编撰者面临一个深刻的伦理困境，即教科书编撰

是忠于史料还是忠于党义。当 “政治正确”成为编撰标准时，学术求真伦理便不复存在。“少年孙中山”

形象为后世确立了一个 “非人化”政治偶像塑造模板，了解这一形象，有助于理解历史记忆如何被政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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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轈人译，第 ８页。
孙中山：《孙中山自述》，文明国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３８ 页；林百克：《孙逸仙传记》，徐植仁译，北京：
红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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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形塑，这种形塑又如何反过来禁锢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同时，这一形象塑造也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期一

个反复出现的深层困境，即在强烈的政治建构需求下，政治话语往往压倒并重构历史真实，教育异化为巩

固特定政权的工具。这一困境，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与反思。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演进研究 （１９０３—２０２５）》
（２５ＡＸＷ０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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